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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造口术作为重要的腹部外科治疗手段，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

造口术后，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与物种丰富度发生显著变化，不仅影响手术效果，还直接关联改道性

结肠炎等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笔者探讨肠造口术后肠道菌群变化及其对并发症影响的最新研究进

展，旨在避免肠造口的过度使用，优化肠造口术方案，并为预防和减少并发症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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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bdominal surgical treatment, enterostomy holds a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digestive system disorders. After colostomy, the diversity and 
species richness of the intestinal flora in patients undergo significant alterations, which not only 
influence the surgical outcome but also directly associate with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diversion colitis. The authors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hanges of 
intestinal flora after enterostomy and its effect on complications, with the aim of avoiding the excessive 
use of enterostomy, optimizing the operation plan for enterostomy,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compli-
cations, thereby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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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WHO 2020 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结直肠癌发病率

及死亡率分别位列恶性肿瘤的第 3位和第 2位［1］。肠造口术

治疗结直肠癌，通过腹壁切口将回肠或结肠从腹腔内牵出

并固定于腹壁，形成人工消化道改道，使肠内容物无法进入

远端大肠。目前，国内肠造口患者例数以>10万/年的速度增

长，且肠造口患者总数已突破 100万［2］。与中低位直肠癌患

者单纯行保肛根治术比较，联合辅以预防性回肠造口能显

著降低直肠癌根治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提高患者保肛率、

·综述·

DOI：10.3760/cma.j.cn115610-20250907-00570
收稿日期   2025-09-07
引用本文：王子聪, 武永胜 . 肠造口术后肠道菌群变化及其对并发症影响的研究进展[J]. 中华消化外科杂

志, 2025, 24(10): 1345-1352. DOI: 10.3760/cma.j.cn115610-20250907-00570.

·· 1345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5 年10 月第 24 卷第 10 期　Chin J Dig Surg, October 2025, Vol. 24, No. 10

改善生命质量［3］。然而，临床实践中肠造口术存在过度使用

倾向，引发相关并发症，可能与肠道菌群的变化密切相关。

肠造口术后肠道菌群由严格厌氧菌转变为兼性厌氧菌，还

纳术后又恢复为严格厌氧菌。由于造口允许氧气进入管腔，

可能促进肠道菌群改变，影响微生物组成［4］。笔者综述肠造

口术后肠道菌群变化及其对并发症影响的研究进展，为预

防与治疗肠造口术后并发症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一、肠道菌群的概述

肠道菌群是指寄居于人类肠道内部的微生物群落，包

括细菌、真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构成复杂的生态系统，与

宿主形成共生关系，相互受益［5］。因此，肠道菌群常被形象

比喻为人体的“第二基因组”［6］。人体的微生物种类丰富且

数量庞大，肠道微生物数量>1014个。健康成人中肠道菌群

主要由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构成，其次是放线菌门和变形

杆菌门，占据肠道微生物群落总量的 90%［7］。正常的肠道菌

群在宿主营养代谢、外源物质及药物代谢、维护肠道黏膜屏

障的结构完整性、免疫调节以及抵御病原体入侵等方面扮

演至关重要的角色［8］。肠道菌群还与大脑存在着密切联系，

称为‘肠脑’。这种相互作用机制揭示了肠道菌群在人体健

康中的重要作用，也为研究肠道和神经精神疾病提供了新

的视角和思路［9］。然而，肠道菌群的组成在个体间存在差

异，受遗传、饮食、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10⁃11］。人

类多种系统疾病，均与肠道菌群的失调有密切关联［12⁃22］。同

时，肠道菌群失衡状态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及其治疗手段紧

密相关［7，23⁃25］。因此，深入探究肠道菌群失调与人体健康之

间的内在联系尤为重要。

二、肠造口术对结直肠癌患者肠道菌群结构及其功能

的影响

结直肠癌能够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而肠造口术在促

进直肠癌术后吻合口恢复的同时，也使部分肠管处于旷置

状态，进而改变肠道菌群的结构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由

于肠道各部位的局部环境存在差异，不同部位微生物展现

出不同的组成和多样性特征，其中大部分肠道微生物主要

集中分布在远端肠道。随着消化道向远端延伸，肠腔内的

氧浓度逐渐降低，回肠远端及下肠段基本维持在厌氧环

境中［26］。

肠造口术对肠道菌群产生显著影响。造口破坏肠道连

续性，导致肠腔直接暴露于外部环境，进而改变肠道微环

境。Sakai等［27］的研究结果显示：结直肠癌造口患者的甲烷

代谢和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CFA）等相关基因

功能表达不足。SCFA供应不足导致能量代谢失衡和氧化还

原状态发生改变，增加活性氧的产生，损伤上皮屏障，促使

抗原和细菌发生移位，触发炎症反应，破坏黏膜屏障，使细

菌迁移至黏膜下层［28］。SCFA 的减少还可引起盆腔动脉张

力增加，造成肠道黏膜缺血［29⁃30］。

此外，肠造口术还改变机体的微生物代谢途径，增加

异种生物降解和代谢的微生物途径，减少无氧代谢的微

生物途径。Sakai 等［27］对结直肠癌造口与非造口患者进行

16S rRNA 测序分析，结果显示：造口患者肠道内的专性厌

氧菌数量减少，能够耐受氧环境的细菌数量增加。这表明

肠造口使氧气通过造口部位进入肠腔，促进肠道微生物组

成发生变化。Lee 等［31］术前对造口组和非造口组患者均进

行粪便采集，通过 16S rRNA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术

前肠道微生物结构与丰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当

造口患者在完成造口还纳术后能够正常通过肛门排便时，

再次采集两组的粪便样本进行 16S rRNA测序分析，结果显

示：两组间菌群结构与物种丰富度存在显著差异，造口组的

有益菌群比例显著降低，而有害菌群比例则显著增高，这表

明粪流改道期间肠道微生物群发生明显失衡。Beamish
等［32］利用变性梯度凝胶电泳结合 Sanger测序技术得出相似

结果，且菌群丰度分布趋同。肠造口术后主要肠道菌群变化

的相关研究见表1。
三、肠造口术后肠道菌群变化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一）改道性结肠炎

改道性结肠炎（diversion colitis，DC），又称旷置性结肠

炎，可能发生于约 90%的肠造口患者，属于粪便改道后常见

的非特异性炎症反应，主要以结肠排出段的非特异性黏膜

炎性反应为特征，内镜下常表现为红斑、水肿和结直肠黏膜

颗粒状改变［29］。DC 的主要诱因可能是需氧细菌数量的增

加、SCFA的缺乏，以及免疫系统紊乱。SCFA不仅影响微生

物群落结构，还可能在 DC 中发挥重要免疫学作用［34］。Sun
等［35］分析结直肠癌行回肠造口患者，术后 3 个月通过肛门

灌洗液进行取样。该研究结果显示：回肠造口还纳术后，约

40%的患者出现血便或含有浆液、黏液的粪便，约 15%的患

者出现腹痛和尿急等症状。根据结肠镜评分，DC患者被分

为轻度组和重度组。16s rRNA测序和血清学指标检测结果

显示：两组患者的局部和全身炎症反应，以及肠道菌群组成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肠道菌群的变化和炎

症反应可能与 DC 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粪流改道导致肠黏

膜缺血，进而引发菌群移位。这种菌群的改变可能进一步

导致免疫系统失调，触发炎性细胞和介质的异常释放，最终

损害结肠的正常黏膜组织。在DC活动期，可见结肠组织中

T细胞数目异常增加，加剧炎性反应，同时，免疫细胞、免疫

球蛋白及细胞因子在肠道黏膜防御病原体渗透方面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因造口导致的粪便分流，进而引发的肠内营

养物质缺乏、肠道缺血、免疫炎性反应加剧及肠道菌群紊乱

等，均是造口患者发生DC的重要因素。

（二）高排量造口和肠梗阻

高排量造口是造口术后的一种常见并发症，其主要症

状表现为造口排量增多、水电解质丢失以及排钠量增加［36］。

1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结肠造口比较，回肠造口发生高

排量造口的概率更高［37］。Matsuzawa等［38］的研究结果显示：

高排量造口与低排量造口患者的肠道菌群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者通过收集造口术后第 7 天造口袋中粪便样本进行

16S rRNA 测序，结果显示：高排量造口患者的拟杆菌门数

量增加，而梭状芽胞杆菌属数量减少。此外，高排量造口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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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容易发生术后肠梗阻和电解质失衡。功能废用的远端

肠段肠动力明显下降，这可能是回肠造口回纳术后肠梗阻

发生的重要原因。废用性萎缩可能是由于肠内容物的机械

性刺激丧失造成，肠道微生物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肠

道微生物可能通过产生代谢物和肽刺激肠神经系统，影响

血清素的产生间接影响肠道运动，还直接通过平滑肌细胞

表达的 Toll样受体影响肠道运动［4，39⁃40］。肠道稳态的紊乱导

致肠道运动异常。有研究结果显示：直肠癌肠梗阻与无肠

梗阻患者的菌群多样性有明显差异。在菌门水平上，厚壁

菌门、拟杆菌门和梭杆菌门的丰度降低，而变形菌门和放线

菌门的丰度升高，此外，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值也高于

无肠梗阻组。在菌属水平上，肠梗阻组大肠埃希菌⁃志贺菌

属、罗尔斯通氏菌和韦荣氏球菌属的丰度升高，拟杆菌属、

普雷沃菌属、梭杆菌属和粪杆菌属等丰度降低［41⁃32］。因此，

高排量造口不仅症状显著，还深刻影响肠道菌群平衡，增加

术后肠梗阻等风险，凸显了肠道微生物在此过程中的关键

作用。

（三）低位前切除综合征

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ow anterior resection syndrome，
LARS）是指直肠癌患者行切除术后出现的排便功能紊乱状

况，临床表现为便频、便急以及肛门不自觉漏液、漏便等症

状。1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预防性肠造口可能提升患者术

后LARS风险。与未行造口患者比较，回肠造口组的患者发

生严重 LARS 的频率高出 2.84 倍［43］。其主要原因可能与人

为肛门废用导致的废用性肠炎频发，进而引发胆汁吸收不

良及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等因素有关［44］。Kim 等［45］的研究结

果显示：LARS患者肠道微生物组多样性降低，产乳酸细菌

明显减少；LARS轻度和重度患者的肠道菌群有显著差异，

重症组普雷沃菌科数量低于轻症组，拟杆菌科的数量高于

轻症组。肠道菌群对于维持肠道健康至关重要，LARS患者

的肠道菌群变化可能进一步恶化其肠道功能紊乱状况。

四、基于肠道菌群改变导致肠造口术后并发症的预防

与治疗

（一）手术治疗

肠造口术后并发症通常无需特殊治疗。但当出现肛周

脓毒症、肛周瘘管或肛门失禁等难治性并发症时，可考虑行

结肠切除术。应用抗菌药物治疗后，健康成年人的肠道微

生物群约需要 1个月才能恢复到之前水平［46］。这表明肠道

菌群具有自我恢复能力。禁食会导致人体肠道微生物群发

生变化，同时，禁食时间也会产生影响［47⁃48］。因此，对于肠造

口患者，推荐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早关闭造口，以恢复肠道

连续性。对于因特殊情况而无法还纳或永久性造口的患

者，定期监测肠道菌群情况很关键，可用粪便菌群分析等方

法掌握动态，再依结果在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补充益生菌

等，维持菌群平衡，减少健康问题，提升生命质量。

（二）特殊饮食

饮食可以影响人体肠道菌群结构［49］。红肉和深加工的

肉质食品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50］。要素饮食是化学

表 1 直肠癌肠造口术后肠道菌群变化的相关研究

Table 1 Related studies on the main changes of intestinal flora after colostomy for rectal cancer

第一作者及年份

Beamish等［32］（2017）

Tominaga等［33］（2022）

Sakai等［27］（2022）

Lee等［31］（2023）

肠造口组与非造口组或健康人比较肠道菌群的主要变化

操作分类单元
和（或）扩增子
序列变体数量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分类
多样性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门水平菌群丰度

未提供

未提供

术后两组比较：造口组
厚壁菌门、变形菌门增
加；疣微菌门、脱硫杆
菌门减少

造口组手术前后比较：
拟杆菌门、变形菌门增
加，厚壁菌门和（或）拟
杆菌门比值增加
非造口组手术前后比
较：厚壁菌门增加
术后两组比较：造口组
变形菌门增加

属水平菌群丰度

梭菌属、链球菌属减少

未提供

术后两组比较：造口组单球菌属、阿
克曼菌属、别样杆菌属、厌氧截杆菌
属、镰状链杆菌属肠单胞菌属、多雷
菌属减少；不动杆菌属、嗜血杆菌
属、肠球菌属增加

造口组手术前后比较：布劳特氏菌
属、普雷沃氏菌属、粪杆菌属、粪杆
菌属、阿克曼菌属减少；梭菌属、链
球菌属、肠球菌属、不动杆菌属增加
非造口组手术前后比较：粪杆菌属
增加，普雷沃菌属、链球菌属减少
术后两组比较：造口组布劳特氏菌
属、粪杆菌属、双歧杆菌属、阿克曼
菌属下降，梭菌属、链球菌属、肠球
菌属、梭杆菌属增加

结论

改道性肠炎患者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α⁃多样性显著降低

与健康人群比较，造口患者的
菌群数量显著下降，菌群多样
性也降低

造口组的专性厌氧菌减少，而
其他能够耐受氧环境的细菌
增加；造口位置不同导致菌群
差异；小肠造口的扩增子序列
变体数量低于右半结肠造口
阿克曼菌属在所有造口位置
均减少，而另枝菌属在小肠和
右侧结肠造口处减少

造口分流患者肠道菌群多样
性减少，有益菌减少，有害菌
增加，导致肠道菌群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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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制食物，含有人体所需全部营养成分，无需经过复杂的消

化过程，可直接被肠道吸收，仅少量残渣进入大肠，可提高

危重患者或胃肠道疾病患者的营养供给水平。Lane等［51］报

道 1例患者通过要素饮食和弹性素食饮食治疗DC，症状得

到明显改善。Zundler等［52］尝试用椰子油灌肠治疗DC患者，

连续灌肠 8周后肠镜检查显示DC程度明显改善，且无不良

反应。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椰子油能显著增加益生菌的菌

群丰度，如乳杆菌、异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同时也降低了棒

状杆菌、光冈菌属、嗜冷杆菌属和假单胞菌目，调节肠道微

生物［53⁃54］。Nana等［55］的研究结果显示：造口患者口服ω研究

多不饱和脂肪酸可改善肠道菌群紊乱，在第 28天肠道内应

用 16S 测序联合 LC⁃MS 非靶向联合分析，发现造口肠液

中 EPA、DHA 升高与拟杆菌属增高、放线菌属减少有关。

Mazhar 等［56］的研究结果显示：膳食酶补充剂 Elevase®能够

加速小肠切除术后参与者的食物消化过程，并显著提升回

肠造口样本中的单糖含量。这预示着该补充剂可能有助于

增加饮食中的营养吸收率，对造口患者具有潜在益处。因

此，肠造口术后协同饮食管理对改善肠道菌群紊乱以减少

相关并发症具有一定潜力。

（三）益生菌干预

益生菌作为辅助治疗被广泛用于各种肠道疾病，同时

也是众多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57⁃58］。有研究结果显示：对于

回肠造口术后DC患者，在造口还纳前对旷置肠段应用益生

菌，可显著减轻DC在肠镜检查下的视觉严重度及病理学组

织损伤程度，促进临床参数的早期正常化，且血液中促炎物

质显著降低，抗炎物质显著增高、改良格拉斯哥评分明显降

低，还纳手术后短期内症状减少［59⁃65］。因此，益生菌灌肠是

有效的治疗DC手段，口服益生菌有助于结直肠手术后促进

肠道功能恢复，缓解肠梗阻［66］。Zaccaria等［67］的研究结果显

示：鼠李糖乳杆菌 CNCM I⁃3690 能在造口患者小肠中生存

并进行代谢适应，显著影响小肠微生物组的整体活动，特别

是碳水化合物代谢途径，并表达与肠脑代谢相关的基因模

块，这些基因模块在肠脑轴的交互作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口服摄入的枯草芽孢杆菌DE111®能够耐受胃的酸性条件，

在摄入后数小时内即可在小肠中发芽并存活［68⁃69］。代谢组

学、蛋白质组学和测序技术分析显示DE111®能够影响回肠

造口患者小肠中的生物活性分子水平，同时增强小肠的免

疫防御功能。此外，DE111®还能促进参与脂肪酸和脂质代

谢的蛋白质表达。

Jansma 等［70］研究探索了益生菌配方（Ecologic®825）对

成人小肠回肠造口微生物群的影响，结果显示：服用后有害

细菌生长受抑，乙醇产量减少，营养物质利用方式改变，对

外界扰动抵抗力增强。初期乳酸产量增加，pH值下降，随后

丁酸、丙酸水平上升，N⁃酰基氨基酸产量也增加。上述研究

发现有助于开发更有效的微生物群靶向疗法。Angriman等［71］

的研究结果显示：行造口术患者待造口关闭、肠道连续性恢复

后，补充益生菌干酪乳杆菌对肠道微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这

很可能与益生菌对黏膜微生物群的调节作用紧密相关，有助

于纠正因粪便改道期间所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状态。

（四）粪便微生物移植

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FMT）是

通过植入健康人的粪便菌群放入治疗者的肠道内进行全肠

道微生物群替代的治疗方法，目前已被纳入治疗复发艰难

梭状芽孢杆菌感染的临床实践指南［72］。作为一种新兴的治

疗方法，FMT对于肥胖、心血管、肠道等多种疾病均治疗有

效［73⁃76］，接受粪便移植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概率较低［77］。而

DC的治疗方式为自体粪便移植，异体粪便移植仅有案例报

道［78］。另有报道异体 FMT治疗重度旷置性肠炎。Tominaga
等［33］对 5例DC患者进行自体FMT重建肠道微生物群，内镜

下发现 DC 程度减轻，用 16S rRNA 基因测序方法评估 FMT
前后的微生物群。DC患者与 FMT治疗前后，肠杆菌属丰度

降低，梭菌科属丰度增加。大量实验也都证明了自体粪便

移植治疗 DC 的可行性［79⁃82］。粪流中断是 DC 发生的核心要

素，FMT医疗成本低、使用便捷且不良反应小，有望成为部

分患者首选疗法。

（五）药物末端灌肠疗法

造口患者改道期间药物灌肠是减少造口相关并发症的

有效手段。魏青等［83］的研究结果显示：Miles术后灌洗及口

服微生态制剂可改善结肠造口患者术后肠道微生态环境，

增加有益菌群的数量并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薛峰等［84］的

研究结果显示：粪便改道时用肠舒汤经末端回肠造口顺行

灌肠，可显著促进改道性结肠患者肠黏膜修复，推动肠道功

能复原。兰勇和余腾江［85］将造口患者随机分组，比较复方

白头翁汤与谷氨酰胺灌肠疗效，结果显示复方白头翁汤灌

肠效果更突出。此外，吴俪珧［86］的研究结果显示：三黄复元

汤保留灌肠能显著改善转流性结肠炎的内镜表现和组织

病理学特征，有效降低回肠造口还纳术后相关症状发生率，

助力患者术后康复。Pacheco等［87］的研究结果显示：SCFA灌

肠治疗能显著降低结肠镜评分和组织学评分，有效恢复

胶原纤维密度、杯状细胞数量及上皮细胞凋亡率至正常

水平，同时显著减少高水平细胞因子的产生，显著改善DC。

Alvarenga等［88］的研究结果显示：哺乳动物肝素与海鞘肝素

灌肠均能降低小鼠改道性结肠炎炎症评分，恢复组织结构，

减少免疫细胞浸润等，海鞘肝素抗炎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另有研究结果显示：硫糖铝灌肠可减轻炎症和氧化应激反

应，并增加结肠黏膜中E⁃钙黏蛋白和β黏连环蛋白的含量。

其与N⁃乙酰半胱氨酸联合灌肠效果更佳［89⁃90］。此外，造口还

纳术前清洁灌肠方法的选择也对术后肠道功能的恢复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黄书荣［91］的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逆行

灌肠，采用经回肠双腔造口远端灌肠方法可提升术前肠镜

检查的合格率，对术后肠道功能的恢复具有促进作用，并能

减轻患者痛苦，还可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与舒适性。由此可

见，改道期间药物灌肠在减少并发症、促进肠道功能恢复方

面前景广阔，为患者提供了新治疗选择。尽管目前尚无直

接通过菌群测序研究药物对造口患者菌群影响的相关成

果，但该方向值得探索。笔者认为：未来可以借助微生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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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等先进手段，深入探究药物的作用

机制及作用靶点，为进一步优化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六）生物制剂

TNF⁃α 由多种免疫细胞分泌，参与全身炎症反应并展

现出多种生物学活性。当TNF⁃α过度产生或异常表达时，可

能诱发炎症性肠病、肿瘤及中毒性休克等多种疾病［92］。生

物制剂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是抗 TNF⁃α 药物，主要用于治

疗炎症性肠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亦可有效治疗DC。Alves 
Junior等［93］的研究结果显示：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能够减轻

缺乏肠道运输功能的结肠段的炎性细胞浸润，增加该区域

的总胶原蛋白含量，并降低金属蛋白酶⁃9的水平，从而减轻

炎症程度。Delben等［94］的针对实施粪流改道的小鼠实验结

果显示：与造口近端仍然保留粪便流通的肠道组织比较，造

口远端的旷置结肠中 TNF⁃α的含量增加。通过皮下注射英

夫利昔单克隆抗体，虽然能够有效减轻远端结肠黏膜的炎

症程度，然而却并未能降低该组织中TNF⁃α的含量。Zhuang
等［95］发现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治疗后克罗恩病患者粪便微

生物群组成特征显示多样性和丰富性增加，产短链脂肪酸

细菌显著增加，致病菌丢失。Wang等［96］的研究结果显示：英

夫利昔单克隆抗体治疗增加克罗恩病患者体内产胆盐水解

酶细菌的数量，且持续应答患者基线时甲基杆菌属等菌属

丰度及粪便 L⁃天冬氨酸等氨基酸浓度显著高于无应答者。

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通过协同调节 SCFA合成与产胆盐水

解酶活性，抑制肠道炎症并恢复胆汁酸⁃免疫代谢轴稳态。

（七）造口手术及缝合方式

不同部位的造口手术对术后并发症的结局产生不同影

响，这可能与肠道菌群有关［97］。常见的造口方式主要包括

回肠造口和结肠造口。Ge等［98］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回肠

造口术在皮肤刺激、造口旁疝、脱水、肺炎和尿路感染等方

面的发生率高于结肠造口术。相反，结肠造口术在造口旁

瘘、狭窄、出血和肠皮瘘等方面的发生率则高于回肠造口

术。柯梦等［99］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回肠造口组在住院时

间、肠胃功能恢复时间、二期手术时间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等方面均优于结肠造口组。即使造口部位相同，采用不

同的手术方式也会对术后治疗效果产生不同影响。吴迪

等［100］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单肠双腔造口比较，回肠双腔造

口在预防转流性结肠炎的发生及改善转归等方面可能更具

优势。众多研究者提出的改良造口术也显著降低不良反应

发生率［101⁃102］。此外，不同缝合方式也可能影响术后并发症

以及后期还纳的疗效。笔者团队研究发现一针法回肠造口

应用于直肠癌粪便转流术中可提高手术效率，缩短患者手

术时间，减少造口并发症，更快地促进术后恢复［103］。万振达

等［104］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患者，与

采用回肠双腔预防性造口比较，应用免预防造口装置不仅

能够避免粪流改道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还能降低吻合口漏

的发生率，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治疗费用，并加快患者康复

进程。

五、小结

肠造口术后肠道菌群的变化与 DC 等相关并发症的发

生密切相关［105］。目前该研究领域仍处于探索性阶段。由于

患者在粪便改道期间还需接受相关化学药物治疗，个体之

间的改道时间存在差异，导致相关研究结果存在偏差。为

了克服这些干扰因素，未来的实验设计需要更加稳健和多

样化，包括控制及分析方法的改进。笔者认为：可以运用动

物模型研究不同粪便改道时间对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同

时引入代谢组学方法，深入细致地探究肠道菌群及其代谢

产物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笔者相信：随着肠道菌群

研究的不断深入，有望通过多样化方法改善肠道菌群，有针

对性地减少肠造口术后并发症，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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